2013.9.24:人权与不干涉

李：很荣幸也很高兴今天邀请到特伦托大学的NESI教授来到这里演讲。今天的演讲主题是人权和不干涉。这是一个有趣和有生命力的话题。联合国宪章规定了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自从宪章出现之后，二战结束以来，有很多事件和理论都与此相关。不妨先由我跟大家讲述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在联合国建立初期，是哪些国家提出了反对南非种族歧视政策的抗议？是印度和中国。1948年，印度和中国两国在联合国大会提出议案，反对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尤其是针对南非的印度和中国人。在那之后，在联合国大会出现了很多决议，其后还在经社理事会、安理会通过了决议。国际法院也参与其中。人权和不干涉的问题在很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讨论。在尼加拉瓜案中，国际法院在决定中指出美国就违反了不使用武力以及不干涉的原则。自从1990年以来，我们经历了很多冲突和战争，比如科索沃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中的关键也在于如何处理人权和主权之间的关系，而这正和不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息息相关。NESI教授在国际法领域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曾是联合国的法律顾问，所以我相信他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G：谢谢李鸣教授和你的邀请。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北京。我知道中国是国际社会中冉冉升起的新星，但是你们要证明的的远不止这些。理由有很多，比如你们需要向世界证明强力发展是可能的，你们同时还可以兼顾传统。所以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还要谢谢其他的老师们。我在思考和你们交流的方式，我准备做一次简短的展示，这样我们可以多一点讨论。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正如李鸣教授提及的，是有关国际社会中人权和主权的问题。我喜欢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我可以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形下讨论话题。

我想要谈谈我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首先，李鸣教授已经介绍了二战之后和主权人权相关的主要事件，但我的重点在近20年里。我会重点介绍联合国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介于我有在联合国工作的经验，所以我会以此为基础来向你们介绍从这些经验里哪些事情和人权和主权有最密切的联系。李鸣教授提及联合国宪章中提到了对人权和自由的保护，但是我们也知道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宪章中重要原则之一。所以，问题的关键永远在于如何在人权和不干涉内政中寻求中立立场。前者是近期所讨论的核心，后者是国家之本。起草了联合国宪章的国家自然清楚他们在人权上的责任，但是他们也同样知道什么是他们的权利，什么原则保护了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文本中提到了国家同意以及国家是起草者。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些原则会出现在宪章中的原因。所以我会讨论近20年中发生的事件。我的论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人权、主权和反恐的关系；第二部分关于人权、主权和保护的责任；第三部分关于人权，主权以及对国际犯罪的惩罚。
为什么我要讨论这三个点呢？因为联合国在其中扮演了直接或间接的基础角色。

所以我们先从人权、主权和恐怖主义开始谈起。如你们所知，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安理会基本上对恐怖主义一无所知，只有两项决议与之相关，而其中只有一项决议和现实有关系，就是和阿富汗有关的决议。而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在2001年到2005年或2006年之间，安理会通过了20项和恐怖主义有关的决议。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恐怖主义在9-11前并不存在？并非如此。实际上，安理会只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非常的谨慎。众所周知，对付恐怖主义，特别是国内的恐怖主义问题上，所适用的方法或手段必和人权相关。而安理会非常小心地不去触碰人权问题。人权固然是重要原则之一，但是安理会直到21世纪的第一年才开始讨论人权问题。之前这一直属于联合国大会的讨论范畴，甚或是人权理事会的事项。所以，安理会并务必要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恐怖主义在那一刻横空出世，让大家感觉其对国际安全和和平的重大危害性，所以安理会处理这一类事项开始变得非常必要。
起初，我不得不说，安理会非常笨拙，没有工具也没有经验。在具体问题上，中国、俄罗斯、美国，所有的安理会成员都必须追溯到联合国创建之初。他们通过了1568号决议，讨论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自卫问题。更重要的是在2001年的1373号决议中创立了反恐理事会。而在此之前，安理会只觉得阿富汗与恐怖主义相关。改变局面的事情是2001年发生的事件。自然，1258号和1373号决议密切相关，但是为什么只有前面的提到了个人的指挥，并将之和塔利班、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1373号决议是针对国家的。1373号决议所想表达的事情是，当提及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时候，国家需要镇压和逮捕这些人，将其中相当部分的人送回家。在2001年，第一项决议就和国家的行为相关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这需要国家签署并批准和反恐有关的国际条约，而这些条约到那时为止都被国家所忽视。而在9-11之后，根据1373号决议，国家必须有所行动，而它们也立即采取了行动。在9-11后的3年时间里，很多国家必须通过、签署和批准这些和反恐有关的协议，参与的国家数目从个位数跃升至150，160，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们签署和批准了条约，而意味着他们开始接受在反恐问题上的立法。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反恐并不是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对很多国家，甚至很重要的国家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而当你做与之相关的事情，你就必须处理人权问题。你在和如国际恐怖主义这样的犯罪行为做斗争的时候，你就可能需要思考国内法中的国际人权。从事实上看，在9-11之后的一年，当和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有关的决议没有发生什么作用的时候，国家们非常渴望在名单上添加一些恐怖分子。很多个人或组织甚或和恐怖主义毫无关联。于此同时，确有些国家可以在名单上添加名字，比如意大利就是第二个提供恐怖主义分子名单的国家，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在尊重人权的同时和恐怖主义作斗争？这是安理会没有准备好的问题。当时在很多国家，很多法庭，比如欧洲人权法庭都有很多审判，而很多名单上的人都被证明最后和恐怖主义无关，所以这是和人权有关而安理会必须考虑的问题。另外需要注意到的事实是，如果不考虑后果（只有少部分国家考虑了后果，大部分没有），仅凭对恐怖主义的感情，每个人都会认为恐怖主义必须被镇压，但这就会导致事实失去了控制。因此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
我第二件想表达的事情和人权，主权以及对国际犯罪的惩罚有关。我不会从一战结束开始谈论起，讨论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灭绝种族罪如何诞生，也不会花费口舌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上。我会讨论近20年来的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安理会设立特别刑事法庭，而这些法庭的设立都和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发生的悲剧事件相关。安理会还是非常勇敢的，但是很多安理会成员都对此表示谨慎，一方面，我们需要保护人权，特别是面临国际犯罪的时候，但是另一方面，安理会也需要意识到这些发生的事和国家相关，但最终安理会还是设立了特别法庭。因为它们是在惨案发生后设立的，刑事辩护律师马上提出了反对。但是这些国际犯罪并不是通过特别法庭创立的罪名，而是属于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这些对国际犯罪的镇压也显然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这些特别刑庭被归为联合国系统的一部分，是被国际社会社会所接收的专业机构。其后还有很多国际刑庭，如黎巴嫩、红色高棉、塞拉利昂法庭都和安理会有关，安理会承担了创建的责任。而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同样在找寻惩罚有罪和主权问题的中立立场上存在困难。而在近些年来，有一些国家提出了发对的声音。1998年的时候，国际社会举办了会议讨论《罗马规约》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他们讨论了很多事情而且仍旧在继续讨论。如今已经有122个国家批准了罗马规约。一方面，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相当于对国际刑事犯罪的惩罚梦想成真；另外一方面，似乎很难找到人权和主权之间的平衡点。很多国家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判决表示反对，比如苏丹，肯尼亚。在这些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声音中，国际刑法院被称为西方的代言人，却不考虑非洲的实际情况，指控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国际刑事法院对国际犯罪的指控威胁到了和平进程，有一些被指控的对象是国家元首或者是重要政要，比如肯尼亚和苏丹所发生的那样。我认为，这个问题只有未来可以告诉我们：国际刑事法院究竟是否对国际社会是有益的？而它又会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正常运转。而现在，它仅仅成立了10年。我很支持国际刑事法院，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始终要处理人权、主权以及国际犯罪的关系。这和人权、主权以及保护的责任有有关系。保护的责任实际上和国际刑事法院有关。有观点称，根据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只能惩罚那些犯罪的被告，如果国家本身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提出指控。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够由国际刑事法院开始审判。这个问题在罗马会议中被提及，而此路仍旧甚远。在第二个问题上，我还要讨论一下保护的责任问题，它实际上是在90年代被非政府机构提出的，它是因为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诞生的。保护的责任意味着国家有义务来保护领土上人免遭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以及灭绝种族罪的侵犯。它并不是短期会议的成果，而应该回溯很多年之前。只是在90年代以后，国家需要有所行动，在人权面临危险的时候限制主权。这是为什么在2005年提交了相关的文件，专门阐述保护的责任的内涵。但是，也有很多国家反对与之有关的观点，比如保护的责任会导致对内政的干涉，这对于某些国家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甚至安理会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实际上，保护的责任的概念在解释和适用上非常窄，仅限于特定区域上发生的特定的国际犯罪，比如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并且所涉国家已经指控这些犯罪。在这个问题上，安理会有最后的发言权。在2011年1970号和1973号决议和利比亚的事宜中，这个概念已经被吸纳。这意味着安理会接受了这个观点，在特定情形下，武力是可以适用的，如果国家本身甚至参与了国际犯罪。但是有关该项事项的决定权一定归属于安理会。
我会尽快结束我的演讲，开启讨论。我想讨论我之前没有提及的一个问题。根据罗马规约的第16条，国际刑事法院在决定国际法院是否指控问题上也是有权利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2010年缔约国大会上对于侵略罪的讨论。在会议上达成对侵略罪定义的共识并形成协议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况包括有些条件、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等等。实际上，安理会是非常钦羡国际刑事法院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奇怪他们是否需要接受侵略的定义，因为这项权利以前都归于安理会，所以如果这项权利归于国际刑事法院，他们会非常沮丧的。

我的结论是，从近20年的国际实践中可以看出，在涉及人权和主权的问题上，安理会在各个方面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讨论：
问题：你对恐怖主义是如何看的？尤其是在人权和国家的保护责任方面。国家有责任来保护自己的公民，所以是否可以意味着可以放弃对待恐怖分子？
答案：国家的确有责任来镇压犯罪，但是问题是恐怖主义并不是普通犯罪，它需要国际合作，超越了国家主权，因此，如果国家在名单上加上什么人，他们就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人和组织和恐怖主义相关，否则就会面临违反人权而承担国家责任的情形。在2003年，有一个意大利人绑架了一个NGO的主席，后来被美国特工带走，送往埃及并经历了酷刑，最后回到了意大利，他起诉了意大利和美国的特工，而米兰的法院认为这些人士有责任的。所以国家虽然一方面有指控罪行的责任，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有罪，所以需要很慎重。
问题：针对1973号决议，我认为并没有实际达到一致，中俄和西方国家的思维是不一样的。这个观点是否正确？

答案：正确，的确，强大的国家往往会有自己的思考，并非简单的说肯定或者否定。

问题：在9-11事件后，美国修建了很多监狱，并且对其中的一些人实施了酷刑。有些人认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有些人认为这是为了保护国家。所以如何解释保护少数人和多数人权利？

答案：需要注意到问题的是，这些人并非美国公民，所以美国人实际上犯了两次罪，因为他们没有权利对其实施酷刑或者将其送到海外，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适用的规则是不同的。如果是战争时期，美国可以抓捕对方的战斗员，但是应该在人道法下保证其待遇，但是在和平时期不同。问题在于美国并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关押这些人，这是为什么创建了关塔那摩。因为关押在本土上的问题更大。此外，我们还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而美国还声称有些人在接受审判，所以这仍旧和主权和人权之间的关系相关。

问题：人权和主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还涉及政治因素。安理会通过的决议也是如此，非常复杂。
答案：根据我在联合国工作的经验的确如此，但是有趣的现象是他们通常是符合法律程序的。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可能语言有时候也会有问题，毕竟所有的初稿都是用英语写就的，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让每个人都同意，并且通过决议是非常困难的。
